
西夏对中国印刷史的重要贡献

史 金 波

内容提要: 西夏王朝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原地区的印刷

事业，对中国印刷术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扩大了雕版印刷使用地

区，繁荣了中国西北部的印刷事业，开创了西夏文字雕版印刷，设置专门管理刻印的机

构刻字司; 存留有很多珍贵木雕版，丰富了早期雕版印刷实物; 首创两种文字合璧雕

印，开创草书文字印刷; 继承并发展泥活字印刷，为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提供重要证据，

并成功实践木活字印刷，使木活字印刷发明的时间提前一个多世纪; 将印刷术用于基层

社会生活，保存了最早的社会文书印刷品，使印刷技术更贴近日常生活; 最早使用藏文

雕版印刷，存有多种最早的藏文刻本古籍，同时应用回鹘文木活字印刷，保存有最早的

字母活字。西夏时期境内的各民族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在印刷领域互相借鉴交流，发

展进步，充分体现出西夏在印刷领域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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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夏金时期，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印刷事业繁荣。隋唐时期发明的雕版印刷，
至宋代臻于完美，技术精良，印制了很多文献精品，还发明了活字印刷，使印刷事业

达到新的高峰。
西夏 ( 1038—1227) 提倡文化，重视教育，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和

发展了中原地区的印刷事业，对中国印刷术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一 扩大雕版印刷的使用地区 开创西夏文字雕版印刷

西夏王朝借鉴、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学习中原地区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印刷业，
雕版印刷达到很高的水平，具有很大的规模。
五代时期，西夏境内一些地区已经发展了刻印事业。如在敦煌发现的五代后晋时期

的观音像和《金刚经》，就是当时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使曹元忠发愿刻印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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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秀民: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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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印刷中心除京师开封府外，主要在今浙江、四川、福建、江苏、江西一带，此外还有
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当时宋朝西北部地区战乱较多，印刷刻书事业凋敝落后。
近代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其中主要是 1908—1909 年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

( 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 掘获的数量惊人的文献，后来在西夏故地宁夏、甘肃、内蒙
古等省区也出土了不少西夏时期的文献，其中不少是雕版印刷品。这些文献表明西夏
积极汲取中原的传统文化，推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重视雕版印刷

的传承和推广，使中国的雕版印刷向西部扩展。首都中兴府是西夏人文荟萃之地，成
为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印刷基地。①

黑水城出土文献与敦煌石室发现的文献各有特点。黑水城文献中刻本数量巨大。
在中国古文献传播史上，传抄时代绵延最久，敦煌文献主要展示了抄本中卷轴装形式

的风貌。其中保存了中国早期唐五代宋初的印刷品，十分珍贵，但尚不是主流; 从时代
上与敦煌文献相衔接的黑水城文献，反映了雕版印刷的成熟并被广泛使用的进步形势。
西夏境内汉人很多，他们的文化需求也相应较高。西夏时期刻印了很多汉文文

献，其中以佛经居多: 如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 ( 1073) 陆文政施印的《心经》，大安
十年 ( 1083) 大延寿寺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天盛四年 ( 1152) 刻印的《注华严法
界观门》等。这些品种丰富、刻印精良的佛经，是中国现存早期刻本佛经的遗珍。②

图 1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汉文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

西夏刻本的印数多少不等，有的十分可观。西夏皇室出版印施佛经较多，往往在发
愿文中记明印施数量，一般数量很大。乾祐二十年 ( 1189) 西夏仁宗在大度民寺作求生
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时，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中记载“散施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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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金波: 《西夏出版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07—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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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
万卷”。所散施 25万卷佛经当全是刻本。可见西夏雕版印刷总量很大，规模可观。①

西夏的印刷地点向西北部延伸到更远的地区。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的凉州 ( 今甘肃省武
威市) ，是西夏的辅郡，为西经略司、西凉府所在地，地位仅次于中兴府。西夏时期这里
文化繁荣，儒学发达，佛学兴盛。乾祐二十四年 ( 1193) 仁宗去世后，当年“三七”之
时，西经略使在凉州组织大法会祭奠悼念，请工匠雕印、散施《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西夏
文、汉文 2000余卷，证明此地有印刷场所和印刷工匠，发展了刻印事业。②

西夏推广雕版印刷，使这一地区印刷事业形成规模，精品迭出，将中国雕版印刷

的使用范围扩大，为雕版印刷的推广、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西夏重视主体民族党项族的文化，在建国初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 ( 后

世称为西夏文) ，并用西夏文翻译、传播中原地区的经书、史书、兵书、类书等著
述，翻译了卷帙浩繁的佛经，同时也记录了本朝的历史文化。

印刷术的重要作用是能将文献化身千百，广为流传。西夏王朝为使西夏文文献在
更大范围内流行，在继承中原地区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西夏文文献的印刷，

在中国印刷史上开创了少数民族文字印刷的先河。

现已发现的西夏文刻本有译自中原地区的经书 《论语》，兵书 《孙子兵法》《六
韬》《三略》，史书《十二国》《经史杂抄》《贞观政要》，类书 《类林》以及劝世集
《德行集》等。

更为重要的是西夏将很多本朝编写、记录自己历史文化的西夏文文献刻印出版，

如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 以下简称 《天盛律令》) ，军事法典 《贞观玉镜
统》，记录官阶的《官阶封号表》，类书《圣立义海》，蒙书《三才杂字》，谚语《新集
锦合谚语》，多种《诗歌集》，劝世文《贤智集》等，保留了大量西夏时期的原始资料。

西夏广泛流行佛教，刻印数量最多的是西夏文佛经。西夏从建国之初既将汉文
《大藏经》译为西夏文，计有 3600余卷，主要经典都有刻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观弥勒
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维摩诘所说经》《大智度论》《慈悲道场忏法》等。此外还有很
多译自藏传佛教的经典，如《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录》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等，还有《五部经》以及一些诵持要门。西夏刻印出版的佛经中有显教经典，也有密教经
典; 有的译自汉文佛经，有的译自藏文佛经，也有的是西夏人自己编著的佛教著作。③

辽宋夏金时期，以契丹族为统治民族的辽朝创制了契丹文，以女真族为统治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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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刻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第十

的金朝创制了女真文。后世也出土或发现了不少契丹文和女真文文献，但至今尚未见
这两种民族文字的印刷品。目前发现的其他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品，均晚于西夏。
西夏应用雕版印刷，不仅大大提高西夏文文献的使用、传播的效用，还首先使少数民
族文字进入雕版印刷序列，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西夏在政府机构中专设掌管刻印事务机构———刻字司。中国历代各王朝中，西夏

是唯一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置专主刻印事务 “刻字司”的王朝，而不是将刻印事务
附属于其他部门，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一个创举。这说明西夏不仅将印刷作为一种技
术性很强的行业看待，而且提升到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层次。
出土的西夏书籍有不少关于刻字司的记载。西夏文字书 《音同》的跋文中记载

“今番文字者，乃为祖帝朝搜寻。为欲使繁盛，遂设刻字司”①。“番文字”即西夏文。
可见，西夏设刻字司的目的是为繁荣以西夏文字为主的西夏书籍出版。西夏法典
《天盛律令》卷一〇“司序行文门”中明确记载，西夏政府将刻字司列为五等机构中
末等司的首位，并规定设两名头监。② 刻字司作为西夏中央机构之一，当设在中兴
府，这里应是西夏印刷出版的中心。
在西夏文刻本 《诗歌集》的题款中有: 乾祐乙巳十六年 ( 1185 ) 刻字司头监、

御史正、番学士未奴文茂等，刻字司头监、番三学院百法博士座主骨勒善源、执笔僧
人刘法雨。③ 刻字司头监未奴文茂有御史正和番学士的职官称谓。在 《天盛律令》中
御史为次等司，学士“当与中等司平级”，可知西夏刻字司虽为末等司，但其主管官
员还是高配职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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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刻本西夏文文献中，很多是西夏刻字司刻印。有的有明确题款记载，如西夏文
《类林》卷第四末有题款 “乾祐辛丑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刻字司印”①。《圣立义海》卷
第一题款记“乾祐壬寅十三年五月十日刻字司更新行印刷”②。《西夏诗集》中 《赋
诗》《大诗》《道理诗》卷末皆记载上述刻字司头监未奴文茂等人的题款，《月月娱
诗》卷末也有“乾祐乙巳十六年四月日刻字司属”的题款。③ 又上述刻本的刻工姓名
与西夏文刻本《论语》《六韬》《三略》的刻工姓名互有重叠，这些刻工大约都是属
于刻字司的匠人，因此以上几种经书和兵书的译文刻本书籍也应是刻字司刻印。
西夏仁宗前期刊刻出版、由皇帝批准颁行的 《天盛律令》是西夏官修重要法典。

宋代法律也是官修、官刻，不准私人刊印。推论 《天盛律令》也是西夏刻字司受命
镂版刻印。
黑水城出土有西夏文刻本历书一纸，存光定甲戌四年 ( 1214 ) 末尾和光定乙亥

五年 ( 1215) 历日序，序第一行译文为: “大白高国光定五年乙亥岁 御制皇光明万
年具注历。”④ 这种皇家的御制历书，俗称“皇历”，历来不允许私人印制，应是由政
府的刻字司印行。
西夏的刻字司，对西夏的刻印事业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使西夏文与汉文的刻

印比翼齐飞，达到高度发展水平。

图 3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刻本《圣立义海》卷第一刻字司题款

二 存有大量珍贵早期木雕版 丰富了早期雕版印刷实物

中国发明了印刷术，形成了大量印刷品，不少早期珍贵印刷品留存至今，但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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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的版片却极少保存下来。印刷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早期雕版十分关注。因为
雕版版片附带着特殊的重要印刷资料线索，如雕刊、补改、印制、版框、行次、栏
线、木质、厚度、纹理以及单面或双面印刷等，具有特殊的学术和文物价值。
存世的早期木雕版极为罕见，早期木雕版比早期印刷品更难见到。因为一种典籍

的木雕版只有一种，而以此雕版印出的印刷品则可化为千百，甚至更多，历经千百

年虽多数损毁，但因数量大还有部分侥幸存留，而版片因量少更易泯灭。此外，印
刷后版片虽可保存以便再印，然而一俟不再印刷，或刮削后雕刻其他典籍，或弃之

而遭淘汰损毁。至今隋唐五代的木雕版尚未发现一片，被学界视为雕版印刷繁荣时
代的宋朝，木雕版也寥若晨星。宋代雕版现仅存三片，1919 年出土于河北省巨鹿县
淹城遗址。① 而其中文字雕版仅有一件，今藏于美国纽约市国立图书馆，为佛经雕
版，推断时间约为宋大观二年 ( 1108 ) 。另两件木雕版皆为绘画雕版，入藏中国国
家博物馆。②

令人高兴的是，近代又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木雕版。黑水城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西
夏木雕版六块，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中四块是西夏文字雕
版。③ 这些西夏时期的木雕版，推断为 12 世纪遗物。西夏文雕版的发现使中国早期
文字木雕版数量增加到五块，并为早期文字木雕版增添了新的文种。而且在四块西
夏文雕版中，有三块非常完整，品相优良，另一块保存过半。其中 X － 2023 号是
《佛说长寿经》第一页的版片，首行为经名 “佛说长寿经”，四周雕栏线，分左右
两面，中间版口为细窄白口，无鱼尾，下部似有页码 “一”字，每页二面，面五
行，行九字。笔者曾赴俄考察，见其版片厚实，木质优良，纹理细密，系文字雕版
的精品。

1991 年维修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时，在该塔天宫槽室中发现大批西夏文木雕版版
片，更使人惊喜。这些木雕版全部过火炭化，变成易碎的残块，计有 2000 余块。其
中最大的两块是长 13 厘米、宽 23. 5 厘米、厚 2. 2 厘米; 长 10 厘米、宽 38. 5 厘米、
厚 1. 5 厘米。这批西夏文木雕版多残损过甚，且为反字，更难以释读。笔者已译出其
中六块分别为《释摩诃衍论》卷第二、第三、第五、第八、第十。《释摩诃衍论》共
十卷，推断西夏时期已从汉藏翻译并以西夏文雕版印刷了全部十卷。④

西夏文木雕版中有的标明文献名称，有的可考出文献名称，有多种不同的版面和

大小多种字号，是研究早期木雕版重要的实物资料。大量西夏文木雕版的发现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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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树栋等著，李兴才审定: 《中华印刷通史》，台北，台北市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2005 年，第
266 页。
胡道静: 《雕版印刷的重要文物: 宋雕版》，《中国印刷》第 14 期，1986 年。
王克孝: 《西夏对我国书籍生产和印刷术的突出贡献》，《民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
史金波: 《中国早期文字木雕版考》，《浙江学刊》201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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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木雕版《佛说长寿经》

图 5 宁夏宏佛塔出土西夏文木雕版《释摩诃衍论》卷第八

究，改变了早期木雕版零星传世的局面，丰富了早期雕版印刷实物，是中国印刷史上

的重大收获。

三 首创两种文字合璧印刷 开创草书文字印刷

为加强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西夏还编纂、刻印了西夏文
和汉文语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此书为西夏仁宗乾祐年间党项人骨勒茂才编撰，
是西夏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工具书。该书序言强调:

然则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具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 不会汉
语，则岂入汉人之数。①

显然编纂、刻印此书的目的是为便于西夏的两个主要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以便加
强交流。在西夏，由于各民族密切交流的需要，双语教学显得不可或缺。此书出版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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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夏］ 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 《番汉合时掌中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5 页。



西夏对中国印刷史的重要贡献

修订再版，此书在宁夏银川、甘肃敦煌莫高窟也出土刻本残页，可见其流传广泛。①

此书每一词语都有西夏文、相对应的汉文、西夏文字的汉字注音、汉文的西夏文
字注音四项。中间的两行西夏文和汉文主词字体稍大，两旁注字较小，主次分明。这
样使掌握母语文的党项人或汉人，都可以借助母语文字的媒介，顺利地学习另一种非

母语的语言和文字。此书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多数常用社会词语，在双语交流时很
实用。不难看出，这是一部嘉惠番、汉民众的通俗识字书，又是当时便于查找和学习
番汉文字、语言的辞书，也是本民族学习文字、掌握当时实用文字用语的入门书籍。编
辑、印刷这样实用的书籍，在党项人、汉人之间架起了相互沟通文化的桥梁。
此书是国内外最早的双语双解词典，是首次将两种民族文字雕刊、印刷在同一版

面上的成功实践，生动地体现出历史上中华民族内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密切交往和互

动。这一重要文献显示出西夏独创性的编辑能力，也展示出在西夏首创双文种的印刷
技术，在中国辞书编辑史、印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图 6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刻本《番汉合时掌中珠》

已发现的西夏文文献中，除楷书、行书、篆书外，还有草书文献。特别是在黑水
城出土西夏文文献中，发现了大量草书社会文书，其中有律条、户籍 ( 手实) 、军
籍、各类账册、多种契约、社条、书信、告牒、药方和历书等。这与汉族地区使用汉
文草书情况相似。大量使用草书是文字广泛应用的体现，也是文字成熟的重要标志。
西夏文草书和汉文草书一样，在实际书写中需要快捷、速成时，设法使笔画简

约、省略，便自然地产生了草书字体。在基层村社逐户登录户籍或军籍时，需要边问
边写; 在书写契约等文书时，需要各方当事人在场即时写就。在抄写书籍、佛经时，
也会使用便捷的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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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第 1—37 页。



中 国 史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用西夏文书写的大量草书文献，对西夏文草书的认识有了新提升。西夏文草书往
往用于与百姓经济生活休戚相关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方面，使用频率很高。西夏文
草书的释读和研究难度更大，是西夏文献解读的前沿课题，近年取得了不少进展。①

近来，一部新发现的西夏文刻本 《择要常传同名杂字序》引起学术界重视。此
书为国内外孤本，其中有两页记录了西夏文字的 “字母”和偏旁，在偏旁下先列出
楷书代表字，并在其下刻印出相应的草书字，形成了刻本草书字体。这批刻本草书字
不是个别字，共有 224 个字，而且都是常用字，这就对西夏文草书做了规范，树立了
标杆。

图 7 －1 西夏文刻本《择要常传同名杂字序》中有草书的页面 图 7 －2 局部: 楷书与草书对照

草书简约连笔，屈曲弯转，便于书写，但难以刻印。西夏人克服了雕印草体字的
困难，将笔画连体简约、婉转灵动西夏文草书雕刻印刷，成功地完成了表意方块字草
体的雕印。
汉字的草书形成、流行甚早，雕版印刷发明后，刻本书籍皆为楷书，至今未见中

古时期汉文草书刻本。此雕版印刷的西夏文草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本草书，开创
了中国草书雕版印刷的先河，为中国草书发展史和印刷史提供了新资料，具有填补空

白的特殊学术价值。

四 继承并发展泥活字印刷 成功开创木活字印刷

北宋时期，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当时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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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金波: 《略论西夏文草书》，《西夏学》第 11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7—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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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凿凿。① 然而 11—13 世纪的活字印刷实物，包括活字和活字印刷品，竟未能保
存下来。前些年，一些国外的专家质疑中国活字印刷的发明，也往往以此为口实。近
30 年来，在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先后发现了多种活字印刷文献，为中国发明活字印刷
术提供了过硬的证据。

1987 年 5 月，在甘肃省武威市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文献、唐卡等文物。
其中印本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 ( 下卷) 具有泥活字版特点: 其中一部分字笔画不
流畅，边缘不甚整齐，画端圆钝，失却笔锋，笔画有断残。泥活字虽经烧制，质地较
坚固，但在使用中会有磕碰破损，特别是多次印刷反复使用，使得笔画破损更明显。
另从版面看有的行列不直。这是早期泥活字大小不一、印刷行间无夹条、聚版难以紧
凑平直的缘故。② 俄罗斯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西夏文活字本 《维摩诘所说经》上
中下三卷。③

图 8 武威市博物馆藏亥母洞出土西夏文泥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

内蒙古考古队 1983 年至 1984 年对黑水城遗址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
献、文物，其中具有泥活字本特征的残片有 170 多片，也显示出用泥活字印刷的
特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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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 《梦溪笔谈校证》卷一八“技艺·板印书籍”条，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第 597—598 页。
孙寿岭: 《西夏泥活字版佛经》， 《中国文物报》1994 年 3 月 27 日; 史金波: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
经〉———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考》， 《今日印刷》1998 年第 1 期; 牛达生: 《西夏文泥活字版印本
〈维摩诘所说经〉及其学术价值》，《中国印刷》2000 年第 12 期; 梁继红: 《武威出土西夏文献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33—49 页。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24 册，2015 年，第 18—35 页。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史金波、陈育宁主编: 《中
国藏西夏文献》，第 17 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 201—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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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于 1988 年至 1995 年期间，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
出土不少文献文物，其中包括一批西夏文文献。① 内中发现多种活字印本，如 《诸密
咒要语》等。此外还发现有十多件残页，一些文字笔画有残断现象，个别文字有气
眼，这些也是泥活字印本所具有的特点。
国家图书馆 2002 年修复馆藏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时，发现西夏文 《现在贤

劫千佛名经》背面有裱糊用纸，为西夏文泥活字印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
一 2 面、卷第七十一 44 面。② 经鉴定也属泥活字印刷品。

图 9 国家图书馆藏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泥活字版《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一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5 年考察贺兰山东麓山嘴沟石窟，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
其中有写本、刻本，也有活字印本。其中 《妙法莲华经要集义镜疏》第八卷末有六
行带有活字印刷分工的题款，记录了参与印刷该经的人名及分工情况，包括校印面

者、选印字者、平印面者和印刷者，这是中国活字印刷史上又一重要发现。此经与同
时发现的《圆觉注之略疏》字体不工整，笔画钝拙，横竖不水平、垂直，缺笔少画，
且有断笔，文字墨色浓淡不一，个别文字带有气眼，显示出泥活字印刷的特点。③

宋朝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后，南宋绍熙四年 ( 1193 ) 名臣周必大曾用毕昇之法作
泥活字印刷。他在写给朋友程元诚的信中记载: “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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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史金波: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 彭金章、王建军: 《敦
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二、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2004 年。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6 册，第 293—316 页。
孙昌盛: 《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出土西夏文献初步研究》，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 《黑水城人文
与环境研究: 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571—6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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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① 所谓 “用沈存中法”，即使用沈括所记毕
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但周必大 《玉堂杂记》的泥活字印本也没有保存下来。宋元
时期印刷事业十分发达，雕版印刷品已经做得十分纯熟精美，对印刷品要求很高。泥
活字印刷尽管开始了印刷术的创新，但在印刷质量上尚未尽如人意。因此，尽管泥活
字印刷成本低廉，刻字、印刷容易，但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活字印刷未成为主流。

西夏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活字印刷技术，不避简朴粗疏，使泥活字印刷有了较多的

实践机会，留存下多种泥活字的重要实物，使我们得以目睹活字印刷术发明不久后的

活字印刷品，为中国发明泥活字印刷提供了有力证据，澄清了过去的怀疑和模糊认

识，以“实物历史记忆”的形式维护了中国首创活字印刷的地位。

西夏使用活字时间大约在 12 世纪中叶至 13 世纪初，从使用时间上填充了中国印
刷术西传中两个世纪的过渡时期，从地域上由中原地区向西推进了约 2000 多公里。

西夏不仅继承、使用泥活字印刷，还首创木活字印刷。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时，

也实验了木活字印刷，但没有成功。沈括在 《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毕昇泥活字成功
的过程，也如实说明毕昇实验木活字印刷未成功的事实:

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②

过去认为自此两个多世纪后，元代农学家王祯才发明了木活字印刷。元大德二年
( 1298) 王祯用木活字印刷自撰的《农书》，并在《农书》卷尾附“造活字印书法”一文。③

近代出土的西夏文献证明，在距毕昇实验木活字约一个多世纪后，西夏在继承中

创新，成功地开创并熟练地应用了木活字印刷。这就将过去所定木活字印刷发明的时
间提前了一个多世纪，改写了木活字印刷史。西夏的木活字印刷已经达到很高的水
平，印刷质量也超过了泥活字印刷。

近些年来，西夏木活字印刷品不断被识别、鉴定。比如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
《三代相照言集文》，从书中字型、行款、透墨、补字等方面分析都具有活字印本的
特点。最重要的是发愿文末尾有三行题款，译成汉文是: “清信发愿者节亲主慧照，

清信相发愿沙门道慧，活字新印者陈集金。”④ 发愿文题款不像其他刻本书籍题款那
样，记载发愿者、书写者和雕刊者的名字，而是明确记载 “活字新印者”，确证为活
字印刷。题款中记慧照身份是“节亲主”，系皇族。“节亲主”这一称谓为西夏专有，

证明这部活字版书籍成于西夏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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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周必大著，王蓉贵、〔日〕白井顺点校: 《周必大全集》，第 3 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877 页。
［宋］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 《梦溪笔谈校证》卷一八“技艺·板印书籍”条，第 597 页。
［元］ 王祯: 《农书》，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年，书末“造活字印书法”; 李致忠: 《历代刻书考
述》，成都，巴蜀书社，1990 年，第 374—378 页。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 Инв. No. 4166。



中 国 史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图 10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木活字版《三代相照言集文》卷末题款

1991 年从宁夏拜寺沟方塔废墟中清理出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西夏文佛经 《吉
祥遍至口合本续》九册。① 此书具有典型的活字版特征，还有因活字排版不慎造成的
倒字现象。其中很多页在文字两行之间有竖线，系木活字印刷时为固版和行次平直的
需要使用的夹条印纹。这是木活字印刷体量最大的早期珍贵实物，是中国 64 件禁止
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之一。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发现多种西夏文献，其中
也有很成熟的木活字印本。②

图 11 －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木 图 11 －2 局部 其中一页
活字版《吉祥遍至口合本续》 的“四”为倒字

从已经发现的活字印刷品来看，西夏木活字印刷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所印的品

种更多。这些珍贵文献都是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是研究古代早期活字印刷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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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文化局: 《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
要》，《文物》1994 年第 9 期; 牛达生: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 《文物》
1994 年第 9 期。
史金波: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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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西夏发现的多种活字印刷品中，具有泥活字印刷特点的文献带有活字印刷初期的

局限性，质量显得一般，有的有明显的缺陷，如版面不整，行次不直，字迹不清，深

浅不一等; 而具有木活字印本特点的印刷品质量虽也参差不齐，但活字印刷技术已比

较成熟，很多印刷品质量上乘，表现出高超的印刷工艺，在活字印刷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

五 将印刷术用于基层社会 使印刷技术更贴近日常生活

目前所见中国古代印刷品多是社会上常用的经学、史学和文学之类的古籍，以及
宗教经典等，而反映社会大众生活的文献很少。因为这类文献中的账目、契约多是写
本，而历书等虽有刻本，一般过时便显得无用，因此留存下来的十分稀少。而这类文
献对研究古代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

1989 年甘肃武威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社会文书，其中有两页为印本填
空形式。两页文书中各有刻本印字五行，为固定格式的 “乾定 年月日”以及库守、
簿记、库监等名称。其他文字为手写，其中第一页正面左上角有一墨写西夏文大字，
汉译为“官”字，为官藏页。第二页正面左上角有一墨写西夏文大字，汉译为 “户”
字，为民户留存页。“官”字号文书始写二行西夏文草书，内容为里溜头领姓名和一
户主增缴草捆的数量。两件文书开始的二行内容都是记载一名为没细苗盛的 “里溜”
头领管辖下的西夏农户，向官府增缴草捆的数量和种类。在文书中印字 “乾定”和
“年”之间填写西夏文草书“酉”。此件为西夏乾定酉年 ( 1225 ) 填写，应为当年增
缴草捆文书。这样的印本可以多年使用。文书中所印文字为事先雕版印刷，在增缴草
捆登记时，再填写头领的名字、缴草捆者的名字、缴纳数量，以及缴纳时间等内容，
形成在印刷文字的页面上即时手书填写的增缴草捆凭据。①

无独有偶，藏于英国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 Or. 12380 － 2349 ( k. k. ) 为两面
填字的刻本社会文书残页。② 其中一面第一行刻印西夏文译为 “今自文……”; 第二
行前三字不清，后墨书填写西夏文译为 “利限大麦……”; 第三行为刻印西夏文译为
“天盛”，其下墨书填写西夏文草书二字译为 “二十”，再后一字是刻印文字，译为
“年”; 第四行刻印西夏文四字，译为“司吏耶奴”; 第五行字迹残甚。另一面首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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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第390—393页; 梁继红: 《武威藏西夏文乾定酉年增纳草捆文书初探》，《西夏
学》第 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1—27页。
参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纂，谢玉杰、吴芳思主编: 《英藏黑水城
文献》，第 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80 页。此二图版为作者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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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 武威市博物馆藏亥母洞出土 图 12 －2 “户”字号
乾定酉年增纳草捆文书“官”字号

印文四字，前三字对译为“量面头”，第四字可据补为“监”字，四字译为 “计量小
监”，下有墨书画押。

图 13 英国藏黑水城出土天盛二十年刻本纳粮收据残页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对“计量小监”的职责有记载:
纳种种租时节上，计量小监当坐于库门，巡察者当并坐于计量小监之侧。纳

粮食者当于簿册依次一一唤其名，量而纳之。当予收据，上有斛斗总数、计量小
监手记，不许所纳粮食中入虚杂。①

可见计量小监是在基层收纳租粮的官吏，在向农户收租粮后，要给予收据。收据上有
粮食总数、计量小监手记。文书中的 “利限”一词，在 《天盛律令》中多次出现，
是指农户缴纳给政府的租税等负担。《天盛律令》中卷一六专设 “农人利限门”“催
缴利限门”，各门下分列相关条目，可惜原文残失，但保留下全部条目的题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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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 513—5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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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利限门”含 17 条，“催缴利限门”含 2 条，皆与缴纳农业租税有关。《天盛律
令》其他一些卷次的条款中也有关于利限的规定。① 文书中 “利限”下写 “大麦”，
可知缴纳的粮食为大麦。“司吏耶奴”中的 “司吏”为负责收税的官吏，“耶奴”是
党项族姓氏，后名字残。在这一地区负责收税的司吏是固定的，因此也雕印在文书
中，避免每件手写。这件文书有计量小监、纳粮粮食种类、时间、司吏等内容，可定
为“天盛二十年 ( 1168) 纳粮收据”。这又是一件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印本社会文书，
比上述增缴草捆文书还要早半个多世纪，系最早的社会文书印刷品，在经济史和印刷

史上具有特别的文献价值。
西夏官府向农户收取粮、草的印本填空文书，在基层收取粮、草时使用量很大。

将印刷术用于这类社会文书中，格式固定，用语规范，规格统一，填写时节省人力和

时间，操作方便、快捷，是经济文书发展上的一次进步。这两件早期社会文书实用印
刷品的小残页，若置于历史的大视野中看，可以表明西夏印刷技术更贴近寻常百姓的日

常生活，注入了更多的社会情愫，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印刷史上具有特殊重要价值。

图 14 －1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活字本汉文历书 图 14 －2 局部:
第 14 行“白”字为倒字

此外，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表格式印本历书，也属社会常用文书。其中既有汉文
文献，也有西夏文文献; 既有雕版印刷品，也有活字印刷品。活字版汉文历书为
《西夏光定元年 ( 1211) 辛未岁具注历》，是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汉文活字印刷
品。其中 Инв. No. 5469 第 2 竖行“吉日”二字中的“日”字、14 竖行九月一日栏下
“白虎”二字中的“白”字倒置。文字倒置是活字版印刷排字疏忽造成的特殊现象。②

这种早期历书的印刷品也十分稀见，已知出土唐代两件刻本历书外，目前所见五代、

宋初的历书都是写本。西夏出土的多种刻本历书亦属稀有文献，而活字本历书更是绝
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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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 517—522、531 页。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2000年，彩图九。史金波: 《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文物》2001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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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无论是增缴草捆收据、纳粮收据，还是历书，都是使用量很大的社会文书，
这正能发挥印刷术可大批量复制的长处。

六 最早使用藏文雕版印刷 应用回鹘文木活字印刷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王朝，境内除党项族、汉族外，还有藏族、回鹘族等，他们都
有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化。
藏族在 7 世纪时已经创制了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并形成了很多文献。敦煌石

室中发现了很多藏文文献，但未见印本。对于藏文刻本文献，有不同的提法。过去一
般认为明代永乐八年 ( 1410) 在南京刻印的藏文大藏经，是最早的藏文刻本。
我们在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整理黑水城出土文献时，发现其中有

多种藏文刻本，其中有《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和《般若经》等经。① 《顶尊胜相
总持功德依经录》未用藏文书籍传统的梵夹装形式，而是借鉴中原的蝴蝶装形式，
开创了藏文书籍新的装帧形式。据著名藏学家黄明信先生鉴定，此经有古藏文特征。
从其文字形式、装帧形式都可确定这些刻本佛经属西夏时期，约在 12—13 世纪初。②

图 15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藏文刻本《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

这些文献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使藏文何时开始使用雕版印刷问题有了新

的答案。上述藏文刻本文字精细，雕刊精致，印刷精美，是很成熟的印刷品。它不仅
反映了当时藏族文化发展的程度，还因发现于境内有大量藏族居民的西夏地区，以及

其采用中原地区当时流行的蝴蝶装形式，更突出地反映出汉族、党项族和藏族之间的
文化互动和借鉴，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中先后发现了 1000 余枚回鹘文木活字，其中 960 枚为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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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 XT － 40、63、65、67、68、69 号。
史金波: 《最早的藏文木刻本考略》，《中国藏学》200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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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伯希和早年发现，今藏法国吉美博物馆。近年敦煌研究院清理北区石窟时，又在建
于西夏时期的 464 窟中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① 这些木活字应属于 12 世纪晚期至 13
世纪前期，即敦煌属于西夏的时期。使用这些活字印刷回鹘文献的人，应是西夏境内
的回鹘人。西夏灭亡以后，敦煌地区的回鹘已经衰落，就其政治、文化和宗教状况已
无可能在敦煌印刷回鹘文佛经。因此这批回鹘文木活字当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
实物。不仅如此，对这些活字研究表明，其中包含了字母活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
的、含有最小语音单位的活字实物，开创了使用字母活字的先河。

图 16 敦煌研究院藏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木活字

图 17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木活字

西夏作为多民族王朝，不但将印刷术用于主体民族党项族文字，用于使用人数

多、文化传统深厚的汉字，还用于处于西夏西部的藏族和西北部回鹘的印刷，反映出
西夏时期境内的党项族、汉族、藏族、回鹘族等各民族互相借鉴，互相促进的史实，
在当时中国领先世界的印刷领域深度交流，互相借鉴，发展进步，屡屡创新，谱写出

时代的印刷弦歌，在印刷术的传承、发展方面对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史金波，1940 年生，河北大学特聘教授〕

收稿日期: 2018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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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 《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87—89 页。


